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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美国斯坦

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已引起国内近

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记》的开放为中国近代

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窗，增添了许多新资料。
蒋介石在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期间撰写的日

记，虽对当时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过于简

略，或者是有意隐匿，致使后人研究这个重大历史

事件颇感困难。但蒋介石作为西安事变重要当事

人，他当年撰写的日记，仍不失为研究这一事件不

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况且，这份原始日记，

较之 1937 年初他命陈布雷代笔的用来作宣传使

用的《西安半月记》更接近于真实，史料价值更高

些。《日记》的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西安事变

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新的契机。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酿成西安事变的原因，周恩来早在 1946 年纪

念西安事变 10 周年时就指出：在东北沦丧、华北

危亡之秋，全民奋起，挽危救亡，已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止”，可是“唯独蒋

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

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

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

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

己逼成的”。蒋在事变前夕《日记》里披露的事实，

可以印证周恩来的这个论断。
蒋介石亲临西北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

共”，并未收到成效。张、杨（特别是张）坚持要求蒋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当面斥责蒋下令枪杀参

加纪念“一二九”集会游行的西安学生的行径。张

本来有恩于蒋，蒋在铲除异已、统一中国过程中，

得到过张的鼎力相助。九一八事变后，政见上的分

歧和对立，导致昔日这对情同手足的挚友渐行渐

远，甚至反目成仇。
面对外敌入侵，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

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主张停止内

战、共同抗日。从蒋 10 月下旬到西北，至西安事变

爆发近两个月时间里，张无数次劝蒋停止剿共内

战、共同抗日，均遭到蒋的拒绝和痛斥。蒋对张的

看法和态度，亦随之骤变。12 月 10 日，蒋在西安

严词批驳了张的抗日主张，拒绝了张率部赴绥远

抗日的请求。在当天的日记里，他把张描绘成一个

“小事精明，心志不定”的人，“可悲也”，并表示以

后与“汉卿说话，不可太重”（以往他与张推心置

腹，无话不谈）。他觉得 12 月 10 日“下午与汉卿谈

话”，结果“心甚悲愤”。蒋当面痛斥、谩骂张的那些

重话，《日记》避而不谈。第二天，蒋在黎天才面前

发泄的那些对张的不满言论和情绪，却被黎天才

记录了下来。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早年参加中共，曾在李大

钊直接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四一二事变后他被

捕叛变，投靠奉系，后被张学良重用，成为张情报

工作的主持人，西安事变前任西北“剿匪”总部政

训处副处长。事变爆发后，张、杨发表的八项救国

主张通电就出自黎天才之手。黎成了张的重要心

腹和谋士。对张身边的这样一位情报高手，蒋十分

青睐，极力拉拢，企图使黎效忠南京，成为自己埋

藏在张身边的一个耳目。
12 月 11 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黎天才与

孙蔚如（杨部）二人忽来求见。其实此二人乃张、杨
派来探察余是否仍在行辕也。”这是蒋介石的无端

猜想。其实，黎天才 12 月 11 日到临潼华清池面蒋

非是主动“求见”，而是被蒋“召见”。对此，黎在其

《蒋介石日记》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

李义彬 周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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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中有详细记载：“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时，

蒋孝先忽由临潼给我电话，说蒋要见我，我当时请

示了张，去不去？张说为什么不去，听听他说些什

么。”黎到华清池刚被叫进屋，蒋的态度还算和缓，

让黎与他并肩而坐，对黎说：“数年来，我一直把你

看作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学生。”接着，蒋严厉谴责

张学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问黎：“你知道

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答：“张副

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

于其所属干部一般情绪反映。”蒋不相信，说：“这

都是共产党代表你们制造的假士气。”还说：“如果

真有这种情绪，九一八事变之后，随时都可以和日

本人拼命，何至闹到今天这种局面？”蒋对西安出

版的报刊公开点名批评他十分恼火，说：“我走遍

全中国，没有一个省份的报纸来批评我，我不想在

我最信任部属管辖区域，居然有此等现象发生”，
“一个好好的西安城”，被你们“闹得这样乌烟瘴

气”。他问黎天才：“听说此前被驱逐出境的那个高

崇民，又秘密地回来了，是吗？”他又从衣袋里掏出

一个名单，其中包括高崇民、孙铭九、应德田、栗又

文等。蒋问黎天才：这些人“是不是都住在张副司

令公馆里”？张学良身边的这些人，蒋视为眼中钉，

称作“坏分子”、“恶化分子”、“勾结共产党为非作

歹的人”，必欲去之而后快。蒋介石对张学良在处

置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游行事件中，既代表当

局安抚学生，又代表学生向蒋提请愿要求的做法

耿耿于怀，极端反感。他对黎天才说：张“做两方面

的代表，这真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我看他的

脑子是被这批恶化分子搅乱了，你回去劝他清醒

清醒，告诉他，一人绝对不能代表两方面”。蒋再次

强调反对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黎

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

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

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黎委

婉地回答说：“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

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

客观情势和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

军事便够了。”蒋听到这里，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

说：“我对你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顶天立地做

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假设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就

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我———忠实于我。”

正因为蒋介石 10 日下午当面痛斥和谩骂了

张学良，次日又在黎天才面前发泄了对张学良的

强烈不满，11 日晚间军事会议和聚餐时他发现

“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形色匆忙，精神慌 [恍]

惚”，便认定是因为“彼听得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

使彼心不安”；或者是“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

乐而已”。蒋对张顿起疑心，担心发生意外，有意唤

待从室主任钱大钧前来，叮嘱他对“行辕警卫应特

别加严”。然因睡眠时间已到，未召钱来。蒋的生活

习惯是每晚 10 时前入睡，过时会失眠。
蒋介石认为，张、杨此前不积极“剿共”，使红

军在西北的势力壮大；现在又不接受他新提出的

进剿计划，便决定将他们及其所部调离西北，派自

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来西北“剿共”。事变前，蒋的

重要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
万耀煌等已被召至西安。蒋准备任命福州绥靖公

署主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接替张

学良的职务；同时，拟任命卫立煌为晋陕宁绥四省

边区总指挥，任命朱绍良为西线总指挥官，任命陈

继承为南线指挥官，陈诚则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

挥绥东中央军各部。蒋介石在 12 月 10 日的日记

蒋介石 1936 年 12 月 12 日日记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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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明确地写下了他近期要做的八件事，其中第一、
二项是派中央军进驻陕甘。万耀煌部一个师已入

陕进驻咸阳；“陕南派廿八师进剿，抑派四十师

乎？”“樊军决派陕北”。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西安

事变前驻防于陇海路的潼关与洛阳间，当时是派

往陕北最近的中央军。蒋介石预定要做的第四件

事是“发表蒋卫名义”，公开发表蒋鼎文、卫立煌的

上述职务，这就意味着张学良、杨虎城被完全取

代，进攻陕甘红军的指挥权完全落入蒋介石及其

亲信手中。《日记》的上述记载，说明当时坊间传说

的蒋让邵力子嘱《大公报》记者发表蒋已调蒋鼎

文、卫立煌等来陕，接替张、杨剿共的消息，并非空

穴来风。
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新的进剿陕甘红军的计

划，落实上述部署，12 月 11 日晚在其行辕（临潼

华清池）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张（学良）、杨（虎

城）、于（学忠）及中央各将领”参加。杨虎城和于学

忠因准备次日凌晨的“兵谏”行动托辞缺席。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对张、杨采取行动

前，他就成了张、杨的“阶下囚”。

谁打响了西安事变第一枪

2006 年纪念西安事变 70 周年时，《凤凰周

刊》（2006 年第 36 期） 的一篇署名文章提出了这

个问题。2008 年 11 月 24 日《北京日报》上的一篇

文章，更直白地说：西安事变“捉蒋”的“主将是王

玉瓒”。
在东北军两个卫队营共同参加的攻打华清

池、捉拿蒋介石的战斗中，以王玉瓒为营长的卫队

一营和以孙铭九为营长的卫队二营，在进攻的时

间上孰先孰后？在这场战斗中的贡献和功劳上孰

大孰小？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忿忿不平，《凤凰周刊》
署名文章作者颇为感慨地写道：“从西安事变到

1979 年，长达 40 年间，王玉瓒捉蒋的经历鲜为人

知。与此同时，当年的二营营长孙铭九，先后在《人

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

不少关于他自己捉蒋过程的文章”，并指出：“此

前，关于西安事变的细节，众说纷纭。卫队二营营

长孙铭九在众多史书的描写中，成为率兵打进华

清池头道门并活捉蒋介石的‘英雄’。”作者仅仅根

据王玉瓒家属提供的资料，就声称王玉瓒在 12 日

凌晨 4 时许率兵冲入华清池二道门，与蒋的卫队

开战后，“二营孙铭九部的 50 余人，才赶到二道门

内加入战斗”。据此，他“认定最先进攻华清池的是

卫队一营的加强连”，临潼捉蒋的主将是王玉瓒。
诚如两篇文章作者说的那样，相当长时间里，

国内出版的回忆录或史学论著，在谈到西安事变

捉蒋时，大多只提孙铭九的卫队二营，不提王玉瓒

的卫队一营。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全面、不公平

的。可是，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呢？真如他们所写

的那样，是因孙铭九杜撰的那些文章造成的吗？我

们认为值得认真研究。
历史事实是东北军的两个卫队营都参加了攻

打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都发

挥了作用，立下了功劳。但是不能把两者的作用和

贡献等同看待，更不能主次颠倒。大量史料表明，

孙铭九的卫队二营在这场战斗中肩负的是主攻任

务，他们发挥的作用与贡献更大些。我们认为，这

就是为什么一提到临潼捉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孙铭九、卫队二营的原因所在。上述结论，有下列

事实为证：

其一，张学良对捉蒋所做的战斗部署。张学良

深知，对蒋实行“兵谏”，就好像“把天捅个窟窿”，
必将惊天动地，举世震惊。因之，事先他在极端秘

密的状况下和极短的时间内，做了认真、细致的准

备，特别是对挑选直接去华清池捉蒋的人慎之又

慎，既要考虑是否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要考虑

对自己是否绝对忠诚，是否听从指挥。经再三斟

酌，张决定派卫队二营七连去华清池捉蒋，但考虑

到营长孙铭九缺少作战经验，特派飞机把远在甘

肃平凉的东北军一○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接来西

安，担任内线作战总指挥。12 月 11 日下午，张学

良向唐交代作战任务，说：“我派卫队二营第七连

跟你去，连长张万山，人很干练。另外有骑六师师

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也去，他俩很有胆量，枪法

很准，发挥他俩射击术的特长，一枪一个，就可以

很迅速地突进院里。第七连的弟兄们也接受过充

分训练。孙铭九营长也随队照料，这样你就可以放

心了。”当天傍晚，张学良又把负责守卫华清池的

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召至公馆，命令守卫华清池

头道门的卫队一营加强连届时也要参加战斗，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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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战。
张对派去直接捉蒋的指挥人员都分别谈过

话，还亲自带领白凤翔、刘桂五以谒蒋为名到华清

池蒋的住处，让他们熟悉那里的地形。
其二，张学良对孙铭九更加信赖。王玉瓒、孙

铭九作为东北军两个卫队营的营长，都深得张的

信任和重用。但比较而言，张对孙铭九更加信赖。
孙铭九当时是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对张忠心耿耿，是张的重要亲信。1936 年夏张为

联共抗日，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核心组织抗日同志

会，孙铭九担任这个组织的行动部长。凡有重要、
机密的任务，张往往都派孙铭九去完成。1936 年

4 月，张去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孙铭九作为随从

参谋陪同前往。同年 8 月 28 日，国民党陕西省党

部特务逮捕了“西北剿匪”总部的人员，张闻讯勃

然大怒，立命随行参谋室负责人孙铭九率卫队营

一个连前去查抄省党部，解救被捕人员。接着，孙

铭九作为中校随行参谋转任卫队二营营长。中共

与红军的代表来西安会见张学良，张大多是责成

孙铭九负责保护与接待，有时索性就安排在孙宅

住宿。就以这次华清池捉蒋来说，只是到了 12 月

11 日傍晚张在院里偶遇王玉瓒，才唤他进城到张

公馆，向他交代这项任务；而对孙铭九，则在几天

前张、杨确定对蒋实行“兵谏”后，就让他参与了

准备工作。
其三，《蒋介石

日记》详细记述了蒋

介石 12 日清晨逃离

华清池、在骊山被捉

的大致经过，并明确

无误地写明了逮捕

他的人是孙铭九。蒋

写道：闻枪声，知东

北军“叛变”，跳墙时

摔伤腰部，在卫士搀

扶下艰难逃至山巅，

遇东北军密集火力

阻击，无奈退回山

腰，藏于一岩穴中。
后来“叛兵乃登山搜

索，行至余穴之前后

者约二次，并未发现。忽闻离余穴约二十余步之

外，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为（蒋）

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

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为平日侍余最忠

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在余洞穴

之上，闻一叛兵曰：‘这里有一个着便衣的。’另一

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应声曰：‘先击他

一枪再说。’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乱！’余闻此言，

乃知叛兵中尚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

‘你是谁？’余应之曰：‘余即蒋委员长。’问曰：‘你

是委员长吗？请委员长暂驻。’余曰：‘余为蒋委员

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

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之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

辱。’叛兵曰：‘你为我们中国救星，又为我国领袖，

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此
时，叛兵向天空连发三枪，声言委员长已在此地，

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

乃问其姓名，彼答余乃沈鸣九（应为孙铭九）……
乃知围攻行辕部队，为张之卫队第二营”。蒋介石

与孙铭九和王玉瓒均无任何瓜葛，蒋不会偏袒或

褒贬他俩中的任何人。蒋《日记》中的上述记载应

该是真实的。
《凤凰周刊》署名文章作者认定王玉瓒是“打

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是临潼捉蒋的主将，一

个重要根据是 1981 年全国政协文史办为纪念西

1936 年冬，张学良在西安扣押的国民党大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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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事变 45 周年而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他说“与会

诸多当事人”“拨去历史的重重迷雾，认定最先进

攻华清池的是卫队一营的加强连。即是说，打响西

安事变第一枪的是王玉瓒。”果真如此吗？请看事

实：张魁堂（原全国政协文史办负责人，也是 1981

年那次座谈会的主持人）无论是在 1990 年发表的

《临潼扣蒋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挥官》（见《文史

资料选辑》总第 121 辑）一文中，还是在 1994 年出

版的有关西安事变的专著里，他根据这次座谈会

核实的资料，写了扣蒋经过：“张学良早在 9 日即

向王以哲、刘多荃宣布扣蒋决心，并拟定了内外两

线部署……内线由第二营派一个连去华清池扣留

蒋介石，由原守卫华清池大门的卫队第一营营长

王玉瓒协同作战……内线部队因孙铭九得讯比较

早，已先后于 9 日、10 日两天将一连多队伍推进

到灞桥镇宿营。11 日下午，张学良从华清池回西

安时，要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随他进城，交代他

夜间协同第二营执行捉蒋任务。12 日凌晨 2 时，

王玉瓒乘摩托车出发，令驻十里铺的骑兵连与灞

桥镇的手枪排急行军跟进……队伍抵华清池后，

卫队第一营撤去大门警戒，并收缴驻禹王庙宪兵

的枪械。3 时 40 分，扣蒋队伍进入华清池，二道门

卫兵抵抗，被击倒。第一、第二营队伍拥入二道门，

从左右两方面展开攻击……第二营的队伍先冲进

五间厅，发现蒋介石已不见了……”“搜山令下，卫

队第一、第二营在华清池已集中了约 600 人的队

伍，拉开距离向骊山方向搜索……孙铭九听见士

兵喊声，立即走上前去，只见蒋介石身穿古铜色绸

棉袍，白衬裤，光着一只脚……”
究竟谁是攻打华清池“捉蒋”的主将，谁是打

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读了上述事实，读者自己

可作出结论。

蒋介石在西安怎样获释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接受了

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可是

回到南京后，他为了政治需要，竟隐瞒和掩盖事实

真相，急急忙忙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话”，说

什么他获释返京是张、杨在他的“伟大人格”感召

下“勇于改过”的结果。为了澄清事实真相，西安方

面对蒋的上述言论进行了批驳。中共中央 1936 年

12 月 28 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蒋介石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的。声明

列出了蒋所允诺的六项条件，并提醒蒋不要忘记：

“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

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杨
虎城 1937 年 1 月 8 日的声明也披露了蒋在离陕

时的亲口承诺“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
西安事变前，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由东北而

华北。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左”倾
政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力谋求与

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此，中共曾多次发

表宣言、通电、《致国民党书》，并通过多种渠道与

国民党的代表进行接触和谈判。由于蒋介石顽固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上述种种努力，均遭拒

绝。1936 年蒋亲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张、杨
（特别是张学良）多次劝谏蒋停止“剿共”内战、共
同抗日，也同样遭到拒绝甚至痛斥。

如此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为什么在事变发生

后短短十来天里，就能改弦更张，接受张、杨提出

的条件呢？近年面世的蒋介石《日记》，尤其是宋子

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

了新的可靠资料。
蒋介石被捕伊始，态度依然顽固。他不吃、不

喝、不开口，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对话。其态度出

现松动是在端纳到达西安之后。作为宋美龄的使

者，端纳来西安的使命是探查蒋介石人身是否安

全。他到西安亲眼目睹了蒋介石人身安全，听取了

张、杨关于西安事变真相的介绍。端纳不赞成张、
杨的“兵谏”行动，但支持张、杨的停止内战、共同

抗日的主张。他劝蒋改变态度，接受张、杨救国主

张，并说只有这样才能离开西安。蒋从端纳的口中

了解到张、杨“兵谏”的善良动机，知道了他们并无

伤害自己的意思，于是其态度开始变化。14 日，蒋

搬离新城，迁到更加舒适安全的高桂滋公馆。17

日，蒋同意派蒋鼎文携带他的手令飞回南京，令何

应钦停止对西安轰炸三天；并开始与张讨论他们

的八项救国主张。张、杨为使蒋便于接受，作了妥

协，将八条改为四条：“一、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

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

动；四、释放被捕七人。”蒋 17 日在被扣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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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意了上述四条。后来当他得知

南京 16 日对西安发出了讨伐令，

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

“讨逆军”逼近潼关时，迷信“军事

解决为唯一之途”的蒋介石于 20

日晨“改变主意，谓其不会在胁迫

下接受任何条件”。
蒋介石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

并开始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是

宋氏兄妹来西安之后。宋子文到西

安前，对事变真相不甚了解；救蒋

应该采取哪种方式，他“在政治解

决与军事解决间摇摆”。宋子文 12

月 20 日到西安后，经过实地调查

和对时局的分析，认识到东北军、
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结成“三位一

体”；这个“三位一体”精诚团结、坚
强有力，企图对它进行分化瓦解或

军事进攻都是徒劳的。到达西安后

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
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

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

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二人

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

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面军队联合一起，将成

一令人生畏之集团，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

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命运与张、杨维系在

一起。”
宋子文认为，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行动，不但不

能救蒋脱险；相反，使“委员长（蒋介石）性命正处

于危险之状态”。南京军队的进攻即或能得逞，西

安联军“他们……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

可能挟持他（蒋）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

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张学良

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宋子文，事变后成立的领导

机构“已经决定，若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事，为安全

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

胁”。

原来在政治解决与军事解决

之间摇摆不定的宋子文，通过对

各方力量的分析和“实地细量”，
很快抛弃了依靠 军事 解决的 念

头，开始“坚信，拯救中国”也是营

救蒋介石的“唯一之途，只能藉政

治解决”。
经过宋子文对形势的透彻分

析和对利害的指明，蒋介石的态

度有了明显变化。张学良根据自

身的体验说，自从宋子文见蒋后，

蒋的态度“渐次通情达理”。蒋答

应张：“允其军队开往绥远”；“召

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

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 子 文 12 月 21 日 返 回 南

京，22 日又匆匆飞来西安，同行

者有宋美龄。几天来，蒋介石觉察

到结束事变，他安全获释，“此事

症结在于共产党”。当晚，蒋任命

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去会见此

前他一直拒见的中 共代表 周恩

来，并举行会谈。蒋提出的谈判条

件是中共“（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

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

级斗争。（4） 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

挥”。蒋让宋氏兄妹告诉周恩来，他“一刻亦没忘

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保证“三个月召集国民大

会”；“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改

组国民党后，如中共服从他，他对中共作出如下

保证：“（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

给汉卿发表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

有武器之精良度来决定。”
12 月 23 日，根据蒋的安排，宋子文与张学良

一起先会见周恩来，主要听取周阐述中共的方针

政策。周批评国民党“在陕、甘地区”“屯兵 50 万围

剿中共”，而派往抗日前线绥远的军队仅两个师还

未参战。周恩来郑重表示：中共在其《致国民党书》
中已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

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

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

张学良挽蒋介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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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同的事业而战。”至于红军改编后的人数，“不

应仅限定在 3000 至 5000 人之间”，此前“陈立夫

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 3 万人”。中共

要求“保留军事系统，此亦应不困难，因不管怎样，

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其他军事系

统”。周恩来还说，中共支持蒋介石抗日，并不是单

纯地支持他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他说，

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

所提条件完全一样，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

一丝筹码。”周恩来在发言中还揭露了南京当局内

亲日派的阴谋活动，他说：“就在中共与张、杨诸人

一起竭尽全力，以图结束西安事变事件时……南

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宴，拉帮结派，准备夺权，企

盼委员长永不返回。”
12 月 23 日下午，张、杨和周恩来与宋子文会

面，着重讨论了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分子问

题。张、杨、周极力劝说宋子文出来组阁或亲自掌

握财政部；并酝酿讨论了外交部、军政部和海军部

部长的人选问题。宋子文和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告

了会谈的结果，蒋答应：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

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

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

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

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

西安后，他将发表手令。”
蒋的上述表态，表明他已基本上接受了停止

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张、杨、周对蒋的上述态度

表示满意。当晚，周恩来会见宋美龄，并与蒋介石

寒暄了几句。蒋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夜间十时许，

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

多年，未免生情……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

详谈，余已属〔嘱〕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

道别而出。”

双方条件大体谈妥后，释蒋问题提上了议程。
宋氏兄妹强烈要求 12 月 25 日（圣诞节）前使蒋回

到南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西安内部出现了分

歧。张学良主张，蒋既已表示接受停止内战、共同

抗日的条件，就应立即无条件地放他走。杨虎城一

直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他担心没相当保证，蒋回南

京后难免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的部下

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中共亦主张有条件释蒋。当
时西安的城防主要由十七路军的部队掌控，杨的

态度对蒋当时能否安全离陕至关重要。宋氏兄妹

极力给张学良施加压力，督促他做杨虎城的工作。
张学良在想方设法说服杨虎城的同时，又暗中谋

划躲过杨，秘密将蒋宋夫妇二人送出西安脱险的

方案。蒋、宋认为，此方案有损他们的威严与脸面，

断然拒绝。宋氏兄妹认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

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以劝

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宋子文竭力恳请周恩来帮

助说服杨虎城，周“答应尽其所能”。宋在《西安事

变日记》中说：“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这个记载

是否真实和准确，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当时周恩

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坚持有条件释蒋，不同意当

天无条件放蒋走。25 日蒋走后三小时，周恩来、博
古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释蒋情况时说：“宋坚请

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指蒋、
宋答应的条件———笔者注），要蒋、宋今日即走。张

亦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
们只认为在走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

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
飞往洛阳。”

在蒋离开西安返回南京的当天上午，经宋氏

兄妹力促，周恩来与蒋介石会晤。蒋在当天日记里

有简略记载，他对周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

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

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

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

坏。’”当天 19 时，周恩来、博古向陕北中央报告

周、蒋会晤情况时说：“（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

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

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

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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